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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路径研究: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林毅夫 黄 斌 宿 杨

摘 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统一多民族国
家，民族地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鲜明特点，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
展的关键空间，又在文化传承、生态安全与边疆开放格局中发挥重要战略作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既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又需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同时也要充分尊
重各民族地区要素禀赋、文化条件与独特发展潜能，以破解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难题。本文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指出各民族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依循其内生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

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路径，完善“有效市场”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弥补市场
失灵、改善基础设施和优化制度供给，共同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该路径不仅有助于实
现效率与增长的统一，也能在初次分配中促进就业与公平，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结构性支撑，
同时契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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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技术范式深度变革、生产体系与力量结构深度重组，世

界经济格局呈现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态势。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由八国集团协
调全球经济事务的治理结构让位于二十国集团，标志着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结构的制度性转折。现代
化已不再是少数国家制度模板的扩散，而是在不同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20 世纪初，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八国联军”

所在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 50. 4%，经济力量的集中使其在军事、科技与制度领域形成压倒性优势。至
2000年，“八国集团”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仍达到 47%。然而，经历 21 世纪前 20 年的全球化发展，至
2018年该比重已经降至 34. 7%，而其中 80%的降幅源于中国占比的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的购买力平价口径测算，中国自 2014年起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崛起成为这一结构性变迁的决定性力量。一方面是因为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通信技

术、数字技术的进步，技术扩散成本下降，全球产业链加快重塑;另一方面是中国选择了一条符合自身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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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结构的发展道路，在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技术追赶能力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快速崛起，并
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智能制造等领域形成与西方并行甚至局部引领的新态势，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
自主性、可持续性和整体性特征的现代化道路。①②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组织逻辑从效率优先的超全球
化模式让位于更加注重安全性、韧性与区域再平衡的多目标模式，③国家现代化路径的选择愈加依赖其
自身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与制度能力。全球现代化范式的加速分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形成提
供了时代背景，也表明中国路径的生成具有内在必然性。④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经济结构变迁中的
新兴发展模式，它所体现的结构逻辑、制度组织能力与规模经济特征，为探索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提供
了新的解释框架。
我国民族地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近三分之二，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保障和向西开放的关

键空间，也是统一大市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布局中的重要连接地带。⑤⑥ 然而，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产业发展和制度供给等方面长期存在阶段性约束，易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路径依赖、要素错配
与结构性锁定。随着数字经济加速、绿色转型深化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此类约束若不及时化解，将直接
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协调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如何通过理论创新来破解民族地区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难题，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

工具。⑦ 该理论强调，发展路径必须立足于各地在每个时间上给定、随着时间可经由积累而变化的要素
禀赋及其结构，由此内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可行的产业选择;而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所需的基础设施、制
度安排与外部性补偿往往难以由市场自发供给，需要政府因势利导予以完善。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现代
化的关键并非超越禀赋条件强行推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于识别内生于禀赋结构的可

行发展空间，通过完善交通、能源、数字等基础设施支撑，促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深度
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的战略要求，构建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识别

与结构变迁机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民族地区如何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从潜在优势向竞争优

势的跃升，并进一步为提升民族地区现代化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生成与理论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要素

禀赋、生产结构与制度体系的长期实践成果提炼而成的理论总结。⑧⑨ 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跃
升，中国已从“引进—消化—吸收”的模仿式工业化成功转入以结构变迁、制度适配和自主创新为主导
的新发展阶段，这一伟大实践充分验证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10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形成依托以下三大机制:第一，要素禀赋结构的持续资本深化与工业体系

的不断升级与完善。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从 2000年的 7%上升到 2024年的 17%左右，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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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体现为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能力，也体现在新技术、大市场与产业配套、人
力资本结构之间形成的协同效应。第二，制度体系强大的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
针对性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领先的交通、通信与能源网络，促使增长潜能持续转
化成现实增长动力。适时调整的产业政策、科技攻关与对外开放等制度安排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使产
业结构变迁能够在稳定预期下推进。第三，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驱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形成并转
化为长期增长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1992 年到 2022 年
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年均名义增速达 13. 2%。与此同时，出口依存度显著下降，其占 GDP 比重
从 2006年 35. 4%的高点下降至 2024年的约 18. 9%;内需与服务业主导性不断增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比于 2012年达到 46. 4%，稳定超过第二产业，并于 2024年提升至 56. 7%。中国经济正向以内需为主导
的新发展阶段演进，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企业成长提供了长期稳定的需求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生成与理论内涵突破了新自由主义“强市场、弱政府”的教条，也超越了旧结

构主义忽视市场效率的路径，探索并形成了一套通过“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实现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范式。其中，“有效市场”通过价格发现机制揭示潜在比较优势，“有
为政府”则通过基础设施、制度供给与外部性补偿降低转型成本，促使潜在比较优势能够顺利转化为现
实竞争优势。从全球现代化理论演进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既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更有创新和突
破，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制度演化机制与产业升级规律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要求

与“小型开放经济体”推动产业升级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巨大的人口规模
和广阔的国土面积上，以整体协同和系统推进为核心特征的全面现代化，其复杂性远超传统的西方式现

代化路径。后者往往依托工业革命窗口期，通过外部扩张、殖民掠夺和制度输出获得发展空间;而中国
式现代化必须在内部实现持续增长动能、均衡的区域结构与稳定的制度体系三者的统一。
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五个显著特征和内在属性: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既构成了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人力资源潜力，也会带来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坚持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
征和价值导向，也是实现超大规模市场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接近发达国家
的门槛，却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陷于停滞状态，甚至严重倒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
两极分化、阶层固化等问题。① 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先增长再“等待”市场扩散，而必须统筹就
业和收入，着力在发展过程中同步实现分配结构优化，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
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和要求。
上述内在特征与整体性要求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发展路径，也决定其不能依赖外部市

场扩张，而必须立足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等资源和环境约束，发挥好人力资本、超大市场和优秀
传统文化等禀赋优势，在统一的市场体系、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中依靠自主创新、内生增长与制度优势
推进。② 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便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和要求，若区域发展差距固化，不仅难以
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禀赋优势，还会扭曲统一大市场的价格信号，阻碍“有效市场”的形成，甚至会影响社
会稳定这一发展的根本前提，最终削弱国家整体的结构韧性与长期增长基础。
(三)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战略地位

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
少”③并非仅仅是价值立场的简单表述，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要求。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中的战略地位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

其一，民族地区是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民族地区的稳定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我国 2. 2万余公里
陆地边境线中约 1. 9万公里分布在民族地区，各民族共同开拓的广阔疆域是我国建设超大规模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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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基础，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关系到我国的战略纵深和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主动

能力。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多元一体文化整合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刻影响国家的文明形态和文化认同，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大局。
其二，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然禀赋基

础。在能源方面，内蒙古、新疆等地区化石能源储量和风、光等新能源蕴藏量均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重要
的能源基地;在水资源方面，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西南多民族聚集区域是我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在战略性矿产方面，无论是铜、铁等矿藏还是近年来日趋重要的稀土、锂等资源均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
在土地资源方面，随着气候变化和生态治理，未来我国主要可开垦耕地也大都集中在民族地区。此外，
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多样，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已经设立的三江源国
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主体区域均位于民族自治地方
和民族聚居区域。
其三，民族地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支撑。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超 1. 25亿人，占总人口的近 9%，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是丰富的人力
资源。同时，民族地区产业多元、文化灿烂，资源禀赋独特，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部分。民族地
区还是我国内联外通的重要通道，目前民族自治地方口岸数量超百个，其交通体系、产业链嵌入能力和
开放平台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畅通水平。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蒙俄通道、中老铁路、中吉
乌铁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重大跨境通道与合作项目，构成了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
其四，民族地区是决定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影响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环

节。受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结构与历史发展路径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在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供给等方
面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共同富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
民族地区能否实现更快速度、更高质量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全国区域差距的收敛速度，更从根本上关系
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成色与发展韧性。
作为统一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产业体系、市场体系与空

间结构的协同重构，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必须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大局，而只有民族地区融入，中国式现代

化才能真正实现。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简单复制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身要素禀
赋结构，走符合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路径。

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
新结构经济学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具有物质第一性特征并

构成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最小投入元素的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作为理论体系构建的切入点，由此
内生出随着经济体要素积累带来该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产业技术结构的动态变化。① 在
其分析视野中，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基础设施与制度结构并非分离的政策维度，而是生
产力发展带动下的互动体系:要素禀赋结构决定潜在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决定可行技术与产业结构，而

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主要作用则在于降低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与转型成本，推动潜在比较优

势向现实竞争优势转化。②③ 这一结构逻辑使其得以突破基于发达国家既有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制度
安排为隐含基准的传统经济学范式，为理解发展差异、结构转型机制和后发赶超策略提供具有普适性又
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特征的理论框架，并为分析中国不同区域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结构约束与可行路径奠

定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表达

区别于对既有发展模型的技术性扩展，新结构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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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方法论的现实深化与当代展开。① 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及其结构性特
征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通过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新结构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决定一个经济体发展阶段和可行产
业结构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力总量，而是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组合，以及该结
构所能支持的技术和产业类型。②

与此相比，以新自由主义和制度决定论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往往以发达国家现有制度为

普遍参照，将制度视为可外生移植的万能变量，忽视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产业基础和技术能力
上的阶段性差异，从而使制度移植在发展中国家频繁失败。③ 在尚未形成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匹配的
要素禀赋结构之前，强行照搬发达国家制度与产业政策往往会造成扭曲与资源浪费，并使发展中国家陷

入增长困境。
从经验事实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 年中国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22. 6%，大致相当于 1946 年

的德国、1956年的日本和 1985年的韩国，而这些国家在随后 16 年中均实现了超过 9%的年均经济增
长，其中人均 GDP 剔除人口因素后仍保持在 8%以上。该事实一方面表明，在技术、产业处于追赶的后
发阶段时，一个国家无需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即可实现高速增长，关键在于选择与自身禀赋结构所

决定的比较优势相匹配的产业与技术路径，并通过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降低结构变迁成本、保障
转型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在 2035年前保持年均 5%～6%的增长，到 2049 年实现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50%，从而奠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完全可能的。
(二)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

要素禀赋是构成任何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一个经济体在特定发展

阶段所面对的基本物质约束条件与可行机会集合。土地、劳动、资本的相对比例决定生产要素价格体
系，并由此界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及可达到的生产力边界。由此，一个经济体的可行技术选
择、产业结构乃至相适配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均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④

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将比较优势理解为基于相对成本差异的静态分工格局，新结构经济学将

其界定为生产力结构的内在反映。亦即，比较优势并非外部市场短期价格信号的结果，而是生产力水平
与生产关系适配性的集中表达。当产业结构与技术路径适配要素禀赋结构时，经济体能够最有效地利
用其生产要素，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推动资本有效积累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反之，则会引致

结构性扭曲、资源错配与增长停滞。
比较优势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要素积累呈现动态演化特征。随着资本形成、劳动力素质提升、

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技术扩散，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将发生系统性改变，比较优势也随之从劳动密

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⑤ 这一演化过程构成“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
结构变迁”的内生互动链条:比较优势的变化决定产业升级方向，产业升级反过来又促进要素积累、技
术提升与制度改进，从而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进一步演化，形成动态递进的增长机制。
沿比较优势方向推进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并通过三个机制实现增长与分配的同

步改善:其一，在发展早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提高就业和劳动收入，优化初

次分配;其二，伴随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来的生产率提升，推动劳动回报率上升并导致资本回报率趋

于递减，最终促进收入结构自然趋于均衡;其三，企业盈利能力增强扩大税基，使政府具备更强的财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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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改善公共服务并强化再分配体系。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约束下实现产业阶梯式跃升的

内在机制，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具体展开。遵循比较
优势的结构升级路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选择，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稳定

的重要制度基础。
(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关系

比较优势并不会自然转化为竞争优势，产业结构升级也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只有市场与政府协同

作用，才能有效地实现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非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
替代性制度安排，而是在要素禀赋结构约束下形成的相互依赖、功能互补的协同机制。随着经济体在要
素积累、产业升级和制度调适中的不断演进，市场与政府分别承担方向识别与发展条件塑造的功能，共
同推进潜在比较优势向现实竞争优势转化。①

市场之所以“有效”，在于其能够通过价格体系真实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使企业据此识别与比较优
势相适应的产业与技术路径。在任一发展阶段，相对要素价格不仅反映稀缺性，更指向符合经济体当期
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技术路径”。企业顺应价格信号进入与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领域时，最易形
成规模扩张、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升，推动产业结构沿禀赋升级方向演化。② 反之，缺乏有效的价格体
系或忽视价格信号的结构性偏离往往产生结构扭曲、效率损失与增长停滞，导致经济体难以形成持续累
积的自生能力。
然而，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克服结构升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高固定成本、外部性溢出、跨行业协同

需求及基础设施和制度供给不足等约束。③ 譬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规模经济与跨期性，技术创新
存在知识外溢与高风险不可分性，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升级通常依赖统一的标准体系、制度安排及信息
平台，④若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协调，则常因激励分散、风险规避及协调成本高企而出现低均衡锁定，致使
潜在比较优势难以显化。
这也是需要政府“有为”的主要原因。政府的功能并非替代市场，而是基于结构变迁规律的因势利

导，通过改善硬件基础设施、优化制度供给、完善公共信息体系、补偿创新外溢、降低产业链协同成本等
方式提升经济体的公共禀赋结构，引导市场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发挥效率。⑤ 而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源
于对瓶颈环节的精准应对，而非超越比较优势地盲目“升级”或无差别的大水漫灌式支持。
当实际产业结构偏离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应然结构时，不仅表现为效率损失与资源错配，也会

影响产业链稳定性与增长可持续性。扭曲既可能来自政府超越比较优势的盲目干预，也可能源于市场
条件不足、基础设施短板或制度供给滞后。⑥ 因此，结构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笼统地“加强干预”或“全面
放松管制”，而在于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准识别应然结构与实然结构之间的偏离，并通过市场与政府的
协同作用逐步纠偏，推动产业结构能够沿比较优势方向顺畅升级。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关系，本质是依循结构变迁的内在规律，在适度、适时和适配性的范围

内形成的制度互补机制。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揭示比较优势与产业方向，政府通过提供适宜公共禀赋结
构降低转型成本、提升整体效率，二者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共同支撑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四、民族地区比较优势识别与现代化路径构建
在既有发展叙事中，民族地区常被置于“落后—追赶”的线性框架中，发展任务被理解为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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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补齐短板。然而在新结构经济学视域下，其发展状态更应被理解为由自然禀赋、区位条件、生态功能、
文化结构与制度供给能力等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构性差异。该差异不仅决定民族地区独特的发展路径，
也构成了其在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民族地区既是安全屏障，承载着关键的国

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等功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和稳定前提;
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拥有丰富人力资本、广阔产业升级前景和巨大消费潜力，是对外开放
尤其是面向“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还是丰富中华文化、富裕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载体。因此，民族地
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在充分认识要素禀赋结构与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符合其禀赋特征的

现代化道路，将其内在潜能转化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支撑。
(一)民族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生产力水平的集中体现，决定一个区域在特定发展阶段的可行技术路径、生产组
织方式与制度需求。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自然资源和初级劳动
力相对充裕的禀赋特征，但并不能基于此便简单认为民族地区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民族地区的要
素禀赋是高度差异化的，其现代化也不是在同质化起点上展开的，而是在由自然条件、人口格局、生态功
能、基础设施形态、社会结构与制度供给能力共同构成的结构性空间中演化，其差异性既体现约束，也蕴
含潜在比较优势。

表 1 民族地区与全国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比较:人均 GDP 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4年
人均 GDP
( 单位: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全国平均 95749 41314
内蒙古自治区 110011 40077
广西壮族自治区 57071 31125
贵州省 58685 28561
云南省 67612 29932
西藏自治区 75237 31358
青海省 66568 30117

宁夏回族自治区 75484 3335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78660 30899

数据来源:国家和相关省( 自治区) 2025年统计年鉴。

从人口上看，人均 GDP 较低并不意味着民族地区拥有充裕的劳动力资源。民族地区人口密度相对
较低，往往呈现出多族群共居、小族群聚居的特征，“熟人社会”特征明显。这一特征导致了其劳动力组
织程度偏低，抬高了公共服务成本，影响了人力资本积累，但也孕育了多样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使其在现

代化路径的选择中更具差异化和特色性。
这一人口分布特征与自然地理禀赋相关。民族地区尽管也有平原、口岸、港口等适宜现代产业体系

发展的禀赋条件，但大多广布高原山区、河谷盆地、荒漠草场，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这就导致了在民
族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典型的高成本、低密度特征，不仅限制要素流动与市场规模扩张，也决定
了产业组织的可行模式———更依赖点状、链式、季节性和生态嵌入式组织方式，而非沿海地区依托密集
交通网络和规模经济形成的集聚式制造体系。
生态资源丰富而脆弱既构成民族地区发展的刚性约束，但也塑造其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

战略地位，决定其应然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沿着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路径扩展。但与此同时，生
态产品服务具有强外部性和全国性属性，决定了民族地区在能源资源保障、生态产品供给以及相关的绿
色低碳技术和生态技术创新方面更具优势。
制度供给能力不均衡亦构成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约束。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也导致了其在产权保护、营商环境、金融服务、公共治理等方面存在阶段性不足。
以上述要素禀赋结构为给定的初始条件和分析元点，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长期呈现出资源型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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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主导的格局，产业链条短、组织化程度低、技术积累薄弱，其生产方式更多依赖自然禀赋而非资本
和技术。这一禀赋结构差异既构成其应然生产结构的基本约束，也界定了比较优势的类型边界与结构
升级的可能路径。
(二)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识别

在民族地区现代化推进中，比较优势的识别不应停留于对自然资源、生态条件或文化资产的静态罗
列，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化特征也并非某种生产要素的绝对丰富或稀缺，而是土地、劳动、资本等要
素，以及生态、区位与文化等禀赋条件在特定空间格局与社会组织方式中的组合关系。应对这一组合
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推演其生产可能性边界，并判断在何种产业方向上能够以最低成本、最少扭曲和最
高效率实现生产组织。
譬如，土地广袤但资本稀缺的地区，其产业组织方式天然难以依赖高资本密集型路径，而更适宜采

取资源加工、生态保护型生产、社区嵌入式产业等组织方式;高原、高山、荒漠等特殊自然条件使农牧活
动、绿色能源、生态治理等生产方式具有天然可行性;沿边区位为跨境贸易、通道经济与区域合作提供了
制度与市场潜能;多民族文化的积淀则为文化产品、旅游体验和手工艺等产业赋予稀缺性与不可替代
性。因此，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应当被理解为禀赋结构内生出的效率前沿，而非资源型经济学意义上的
“拥有某种资源就能发展某种产业”。
基于此，民族地区比较优势的识别须从“禀赋结构—相对价格—比较优势—生产结构”的逻辑链条

入手。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相对稀缺性塑造生产成本结构，而成本结构决定哪些产业最具
效率优势。鉴于民族地区普遍具有资本薄弱、人口分散、生态敏感、市场半径受限等特征，其最具比较优
势的产业通常不是规模经济主导的产业，而是能够在生态约束下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在文化嵌入中形成
高识别度、在区位条件下构建开放优势、在生态系统服务中生成新价值体系的产业。换言之，民族地区
的潜在比较优势与可行产业技术结构内生于其独特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的自生能力乃至区域的竞争

优势均源于选择与这一内生结构相适应的产业与发展路径。
同时，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动态性。随着基础设施改善、教育与医疗条件提升、数字技

术扩散、制度环境优化与市场链接能力增强，原有禀赋结构将发生阶段性调整。例如，资源型优势可通
过产业链延伸转化为加工型或服务型优势;生态优势可借助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转化为绿色经济与

低碳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可通过通道经济建设与跨境治理机制创新转化为开放型竞争优势;文化优势可

借助数字化、品牌化转化为文化创意与体验经济优势。
因此，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是一次性识别、一次性确定，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强化和转化的过

程。比较优势的识别也应着眼其演进潜力，而非以静态资源禀赋作为产业选择的唯一依据，不仅仅是判
断在当前发展阶段最具自生能力与效率优势的产业方向，也要预判其由此形成与禀赋结构相适配的新

的比较优势体系，为下一阶段的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奠定基础。
(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

比较优势并不必然带来竞争优势，尤其在民族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优势往往受制于基

础设施薄弱、市场半径有限、要素配置受限以及制度供给不足，其结构变迁既难以依靠市场自发完成，也
无法依赖政府单方面推动，而必须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机制中实现:有效市场通过相对价格体

系揭示比较优势方向，促使资源沿最具效率优势的产业路径集聚;政府则通过提供与应然生产结构相适

配的“最适宜公共安排结构”———涵盖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补偿外部性
并改善发展条件，促使潜在优势释放并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的转化过程实质上是禀赋结
构不断逼近生产结构、应然结构逐步替代实然偏离的动态调整过程。
在这一转化机制中，硬的基础设施构成物质前提。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不仅源于投资规模不

足，更主要体现为结构性不适配。以规模扩张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体系难以契合民族地区由自然地理、空
间格局、要素禀赋和产业组织方式共同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产业的需求进行精准配
置。如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更依赖冷链节点、产地仓储与质量溯源体系;生态产品供给需要生态监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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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资产核算体系;文化旅游和特色手工业等产业需要数字展示平台与智慧服务系统;沿边地区的发

展则需以口岸基础设施、通道经济、跨境物流体系为重点。唯有当硬基础设施供给与比较优势方向形成
结构性匹配，才能有效降低产业进入成本，使潜在比较优势具备现实转化的物质基础。
相适应的软的制度安排内生于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应然生产结构。除了完善产权制度、提升

金融可得性、强化人才吸引机制、增强公共服务能力，以降低企业进入门槛，稳定投资预期外，更关键的
是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跨区域流通体系完善、跨境贸易便利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电商与供应链
体系构建等方式扩大有效市场半径，突破民族地区因人口分散而导致的生产和需求约束，推动比较优势

产业能够嵌入更大范围的市场体系，进而得以引入创意设计、品牌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并形成规模经
济、品牌效应与持续的盈利能力。
产业组织方式在比较优势的转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既不属于当前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也

不属于政府直接供给的公共安排结构，而是二者在技术路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条件共同作用下内
生形成的生产组织结果。作为连接禀赋结构与公共安排结构的中介性结构，产业组织方式决定着潜在
比较优势能否在价值链嵌入、规模经济形成和知识溢出扩散中获得放大效应。在民族地区产业链短、企
业“小散弱”、组织化程度低的背景下，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多层级合作社体系建设、产业园区与产业集
群培育、区域产业联盟协作机制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可显著提升组织化水平，增强知识溢
出、技术扩散与价值链延伸能力，促使比较优势具备进入全国乃至全球竞争体系的组织基础。
总而言之，民族地区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是有效市场提供方向、有为政府塑造条件、产业

组织方式形成放大效应的长期过程，其本质是在硬的基础设施与软的制度安排的共同改善下，促进比较

优势从潜在能力转化为企业自身能力，进而转化为产业竞争力，最终形成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
路径。
(四)在新的战略定位中因地制宜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指引。民族地区作为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但民族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特征决定了其不能简单照搬国家要求和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的路径和举措，
而必须依托于民族地区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产业结构和相关制度安排，因地制宜地在中国式

现代化新征程中找准新的战略定位。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创新并不仅限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也并不仅限于原始创新。民族

地区往往不具备东部地区充沛的创新要素和发达的产业基础，但在生态承载力、自然和文化资源、空间
容量等方面拥有独特禀赋优势，由此在能源资源保障、特色农牧产品供给、特色文化旅游和民族手工产
品等领域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民族地区必须也只有依托上述禀赋优势，选取适宜的创新路径，通过技术
创新、产业生态和产品模式创新、制度创新和加强创新成果应用等低生态成本和低文化冲击的方式，推
动产业结构升级并实现现代化。
协调发展要求民族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区域、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民族地区具有能源输出、农牧产品供应、生态保护与跨区域通道建设等关键功能，在区域分工
体系中不可替代。通过优化横向财政关系、强化跨区域协作机制、降低要素跨区域流动成本，民族地区
可逐步嵌入更高级别的产业链体系并形成更强的产业承载能力，通过区域协同逐步实现从基础功能区

向综合战略支撑区的跃升。
绿色发展进一步凸显了民族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的重要支撑，民族地区的绿色发展不仅意味着生态保护，更在于依托其绿色能源、水资源、战略性矿产
和生态资源等禀赋优势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发展绿色能源、生态产品、生态旅游、碳
汇经济、生态修复及生态技术等逐步构建起新型产业体系，并借助制度创新，将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可
持续的经济优势。该生态型产业体系既服务国家的全面绿色转型，也为民族地区提供了高质量、低冲击
的增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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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发展进一步凸显沿边民族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支点定位。伴随“一带一路”、
ＲCEP 等区域合作机制深化，沿边民族地区的跨境贸易便利性、口岸经济与通道经济潜力不断释放。这
有助于推动沿边民族地区从传统边贸向供应链节点的功能转型，促使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承接

出口、链接进口的重要枢纽，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在民族地区形成新的增长极。
共享发展是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建立符合其比较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并

提供相适宜的公共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唯其如此，发展成果才能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系统性、可持
续地转化为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与民生福祉的全面提升。
概而言之，民族地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受益者”“跟随者”甚至

“受援者”，其本身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资源能源等关键禀赋的“支撑者”、文化
多样性的“供给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障者”、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链接者”，是构
建和丰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生力军”。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也并非单向追赶，而需在新
发展理念引导下因地制宜地构建独具特色的“嵌入式”发展模式，既要立足要素禀赋结构，推动要素融
入统一大市场、优势产业嵌入现代产业体系;也要发挥禀赋优势，形成发展特色，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产
业、文化、生态和社会形态;还要嵌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塑造新的开放型增长空间，成为整体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区域

五、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推进与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战略前瞻

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是党中央在深刻把握外部环境的复杂演变与国内发展的阶段性转型基

础上形成的系统性战略。要回答“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在此时提出、为何能够在中国实现、为何必须覆盖
所有民族地区”，不仅要从国家价值目标与制度理念层面理解其必要性，更需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
部环境、中国发展阶段跃迁的历史逻辑以及民族地区禀赋结构与制度条件出发，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结
构性基础、历史性生成逻辑与内生性动力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追求“量”的合理增长，更追求“质”的有效提升，强调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生态

结构、社会结构与制度结构的系统性升级。而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整体跃升、结构优化
与体系稳固，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能否构建与国家总体战略相衔接、并支撑各民族共同迈向社
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综合能力。民族地
区的发展须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逻辑起点，通过有效市场识别比较优势，依靠有为政府营造发展条件，

在新发展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现实竞争力，最终构建起支撑各

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区域功能体系。
面向 2035年，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路径可以沿两个维度同步展开: 其一是“收敛式提升”，即在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市场体系、制度供给、数字治理等方面系统性缩小差距，为产业发展、要素流动和治理现
代化夯实制度性与要素性基础，确保其深度嵌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保障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步

受益。其二是“优势型突破”，即推动其独特的生态、文化、资源与区位禀赋实现价值跃升，在国家生态
安全、绿色能源体系、战略资源保障与文化传承创新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全国意义的功能型增长极。
前瞻 21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深化，民族地区的发展定位亦将迈向整体支撑和功能

引领的新阶段，其主要贡献将体现为:在生态文明体系中承担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与高质量生态产品供给

功能;在国家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体系中提供绿色能源、战略资源与清洁能源产业链的长期支撑;在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文化整合、空间联结与文明传承的关键作用;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成为
通道型、枢纽型、平台型的开放节点。“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将不再仅是政治愿景，而是中国式现代化整
体推进的内在必然，更将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的现代化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中国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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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not a single ethnic
group will be left behind．”In China，a multi－ethnic country with a vast population，ethnic regions exhibit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serve as critical areas for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and
advanc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y play a vital strategic role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ecological security，and borderland opening－up．Ｒ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quires both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law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mbodyi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tyle，and ethos． Simultaneously，it necessitates fully
respecting the factor endowments，cultural conditions，and uniqu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ethnic regions to
resolve the structural challenges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ey to modernization for ethnic regions lies in:
following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determined by their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selecting development
path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improving an“efficient market”to enhanc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leveraging the role of “capable government” to address market failures，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thereby collectively transforming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to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is pathway not only helps achieve the unity of efficiency and growth but also
promotes employment and equity in primary distribution，providing structural support for nar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fostering common prosperity． It simultaneously aligns with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as well a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 words: ethnic reg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comparative advantage;
Effective Market; Facilitating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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